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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武夷山理学文化景观传承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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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景观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已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保护体系，它是一个内涵更丰富、维度更广的遗产范

畴[1]。理学文化景观是指历经时间的不断推演，在特定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独具特色、

具有浓郁理学文化氛围的传统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2]。理学景观在历史推演下的空间演变是不可避免的，其发展过程与多种驱动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因此，通过对理学景

观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对于挖掘理学景观内在价值并促使其在时代发展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武夷山

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为风景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武夷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其理学景观留存数量较多，使武夷山成为闻名遐迩的理学文化名山[3]。本文将武

夷山风景名胜区理学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剖析风景区在宋元明清这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理学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和驱动因

素，以揭示风景区理学景观发展的格局及其演变历程，以期为风景区理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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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学文化景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从事文化景观的相关研

究，主要聚焦在建筑和聚落文化景观研究[4,5]、文化景观

变迁[6]、文化景观感知[7,8]、文化景观规划[9,10]和文化景观

生态研究[11]等方面。国内学者开展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

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地域性探索[12]、乡村文化景观[13]

、文化景观遗产[14]、保护的技术手段[15]、旅游发展[16]等方

面。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以定性分析、数理统计分析和静态

分析为主，缺乏对文化景观进行定量化、动态化分析，且

针对理学景观的研究较少，理学景观的时空分布特征及驱

动因素相关研究较为薄弱。

宋朝以来，朱子理学在武夷山形成、发展，武夷山已

成为理学文化名山。因此，武夷山荟萃了许多理学景观，

如“道南理窟”、“朱子理学”、距今约3800年前插在悬

崖上的船棺、宋代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元代皇家茶园、

历代摩崖石刻等，构成了武夷山重要的文化遗产[17]。根据

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文化景观分类的标准[18]，并结

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将风景区理学景观

分为理学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3种类别。

2　理学文化景观的历史变迁及驱动因素

2.1自然环境因素

理学景观在风景区内不同海拔高度上分布数量呈现出明

显差异，海拔和高程正能反映理学景观的布局差异[19]。3类

理学景观均在海拔200-300m数量达到峰值，且在海拔>600m

处数量为0，说明理学景观整体分布在风景区低山丘陵地

带，这也与理学景观的核密度分析结果吻合。武夷山风景

名胜区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地貌层次分明，地势由西北向

东南倾斜，因此中国历代建成的理学景观大部分都位于风

景区中部相对平坦的区域。由此可见，海拔高度是影响理

学景观时空演变的关键自然因素之一。

2.2政治制度因素

理学景观的时空分布格局与其时代背景和政治制度密

切相关。由于各朝代统治年限不同，造成了理学景观在宋

和明这两个统治相对长的朝代数量较多。统治者的政治目

的和统治制度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的走向。宋朝时理学

文化开始盛行，很大程度是由于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官

方统治思想，理学书院和宗教遗址等景观的构建达到了鼎

峰阶段。而在元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替代了原先的汉族统

治者，元朝统治者推崇本民族文化，使得原先正统的理学

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此该时期内理学景观的增设数

量微乎其微。清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为

了巩固政权的稳定，将程朱理学推为统治思想，直接为其

政治制度服务[20]，因而清朝时也修建了较多的理学文化

建筑，理学宗教遗址作为思想统治的阵地在清朝发展到了

高潮。

2.3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修建理学景观的能力，这无疑

也直接影响着理学景观的时空格局。宋朝是我国对外开放

的黄金时代，海上贸易的开拓，加上经济重心的南移，使

得以福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以迅速的发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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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朝统治者有足够的资本在武夷山地区大规模地建

设理学建筑，理学书院和宗教寺院开始大量涌现。元朝经

济则以农业发展为主，生产力远不及宋朝，致使武夷山理

学景观在元朝建设的数量寥寥无几。到了明朝，经济呈现

出一度繁荣的景象，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农业经济

结构调整，给当时武夷山宗教建筑和书院景观的建造给予

了经济上的支持。然而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大滑坡，国家

财政陷入了绝境。因此明朝时建造武夷山理学景观的数量

次之于宋朝。到了清朝，经济发展快速，但由于朝廷厉行

海禁等经济政策，严重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导致

清朝时武夷山理学景观建设的数量远远不及两宋时期。

2.4文化内核因素

中国古代儒家以和为贵、佛家慈爱众生、道家天人合

一和朱子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等也对风景区理学景

观的诞生和演变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理学景观具有时间

性，各历史阶段打造出属于特定时代且能代表该时代的理

学景观。南宋初年，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理学在武夷山萌

芽、发展和传播，促使武夷山成为了全国理学文化的中

心，理学景观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宋元

时期，武夷山的神仙道文化日趋成熟[22]，致使武夷山的千

岩万壑间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存，例如止止庵、天宝殿、

开源堂等古宫观、道院等遗址。自明成祖赐大红袍以来，

武夷山也成为了备受追捧的静心养性之地，所以寄托情怀

与抱负的摩崖石刻在此时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理学景

观具有空间性，即表现为地域文化特点。1400余年来，儒

释道三教在武夷山紧密融合，因此书院、寺庙和道观毗邻

而建，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山中建筑多采用院落布局原

则，轴对称性明显。在朱熹的影响下，历代理学家以传播

理学文化为己任，在武夷山峰下、九曲溪畔建立了书院，

留下了大量的理学文化遗产。到目前为止，武夷山仍有许

多与理学有关的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等。

3　理学文化景观的发展现状与传承建议

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域，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丰

富的理学景观和审美科研等综合价值吸引了无数游客纷至

沓来。在旅游开发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近年来风景

区内理学书院、摩崖石刻和宗教遗址等文化遗产受到人为

因素干扰显著增强，景观的原始风貌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

坏。目前风景区严重风化的13方石刻中有8方待考察，18座

理学书院中有10座因遭到人为破坏而完全废弃，92座宗教

遗址由于未受到充分的保护也有些亡佚或废弃，这大幅度

削减了风景区理学景观的总量，严重影响了理学文化遗产

的传承与发展。

2019年12月《武夷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

（2017-2025年）》发布，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对武夷山风

景名胜区的发展规划制订了明确的目标，高度重视武夷山

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3]。理学是武夷山的文化底蕴和

文化生命力，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应更加重视理学景观的

保护工作，大力弘扬理学景观的文化价值，协调好旅游开

发与文化传承的关系，基于以上分析结果，现提出以下提

升建议：

（1）凸显理学文化遗产的保护重点。首先，风景区

内宋朝建造的理学景观历时最悠久，故遭受自然和人为的

双重破坏最为严重，故风景区应将宋代理学景观进行重点

修缮和保护，以促进宋代理学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其

次，桃源洞景区和九曲溪景区是理学文化遗产相对密集的

区域，也是游客活动集中的区域，故这两大热门景区应被

作为重点保护区；再次，位于低海拔范围的理学景观易于

受到游客的毁坏，因此应将低海拔范围的理学景观进行定

期修缮与重点保护。

（2）促进理学文化遗产的活化与再利用。首先对于历

代理学景观，应彰显景观风格的多样性，并挖掘其传统功

能。通过书院讲学、宗教朝拜等形式，更多群众感受和体

悟理学景观的文化底蕴；其次，通过旅游路线设计将热点

景区的理学景观与非热点区域的理学景观串联整合起来，

最大程度发挥理学文化的辐射效应和社会影响力；再次，

通过文创产品的开发，打造理学文化IP，服务于广大民

众，焕发理学文化遗产新活力[24]。

（3）加强理学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管理。通过融合自然

文本、地图资料和GIS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风景区理学文

化遗产地域信息化管理体系，可直观展现区域理学文化遗

产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发展演变的历程和机制及其时空关系

特征，建立理学文化遗产的GIS数字化管理区，致力于提高

风景区理学文化遗产的规划管理与开发利用效率，并促成

理学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目的[25]。

探索和研究理学景观时空演变的脉络和驱动因素，不

仅可以厘清风景区理学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而且可促使

理学景观抖擞出新的生命力，为推进该地旅游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对武夷山理学景观资源的定量分析是

景观生态研究的创新点，有利于为中国其他风景区或遗产

地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26]。本文探研了风景区192处

理学景观数量的时空演变和驱动因素，而未关注各类理学

景观的质量变化及其之间的关联。此外，由于目前学术界

对理学文化的界定尚不明确，风景区内部分景观的归属不

明，有些亡佚或已废的景观资料仍有待考证，本文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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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3类理学景观，风景区内其他文化景观资源，如宅居、阁

楼、墓地等未纳入研究范围。因此，理学景观质量发展、

景观之间的关联度以及更全面的理学景观资源的研究还有

待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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